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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堂」，又稱孤兒院1，是西方宗教組織在中國建立的一種慈善機構，

專門負責收養孤兒或窮苦人家無力撫養的棄嬰。據美國學者科恩（Paul A. Cohen）

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中介紹，這曾是西方傳教士用來吸引中國人皈

依基督的一種方法，在1860年以後，天主教人士在中國各地陸續設立了大批育

嬰堂或孤兒院2。它們大部分都長期保存了下來，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

有關育嬰堂的作用及其形象，在晚清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曾備受爭議。

這是因為，多數被送進育嬰堂的孤兒或棄嬰，原本就身體虛弱，加之疾病侵

襲、管理不善，以及資金短缺等多重因素，有不少嬰兒死於育嬰堂。再加上中

西文化的碰撞，所謂教堂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等各種謠言便大行其道。近代中

國歷史上的許多教案，均與此類謠傳相聯繫3。當然，並非所有國人都相信謠

言。負責辦理天津教案的晚清重臣曾國藩就認為：「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

剖心、戕害民生之說，盡屬虛誣」4。進入民國之後，由於國門大開，中外交往

日見頻繁，一般人對西方宗教早已見慣不怪，因此，國人再不曾因疑懼育嬰堂

而發生反洋教事件。

但1949年以後，隨-新中國反帝宣傳和愛國運動的大規模興起，相當多的

國人再度對西方宗教在華機構的目的和作用，抱以敵視態度。尤其是在新政權

要求中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割斷與帝國主義之間聯繫的情況下，早就惹起過國

人疑懼的育嬰堂，又一次被推上風口浪尖，成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最重要罪

證之一。因此，新政權全面接收育嬰堂，並驅逐相關的外國修女和傳教士，在

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看來，無疑是正義之舉。迄今為止，有關1950年代初新政權

在育嬰堂問題上的策略方針及其形成背景等問題，尚未見到任何深入系統的研

究。限於篇幅，本文亦不準備進行全面討論，只希望具體說明新政權處理這一

問題的經過，對育嬰堂問題做出一種解釋。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楊奎松教授的悉心指導，筆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虐嬰還是育嬰？
——1950年代初育嬰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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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之初，育嬰堂問題並沒有單獨進入共產黨人的視野，在中國共

產黨眼�，它與教會開辦的其他教育、醫療以及慈善救濟機構並無多少區別。

即使是在中國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運動發起後，育嬰堂問題仍沒有引

起各地政府過多的注意。因為早在1950年5月，就已經有人開始在報紙上披露，

天主教南京主教區收養棄嬰的聖心兒童院疏忽大意、玩忽職守，致使一名兩歲

女嬰死亡的事件5，但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

該事的經過如下：1950年5月11日，《新華日報》編輯柳嘉禾接到南京聖心兒

童院的電話，稱其住於該院的女兒柳欠欠被開水燙傷。次日，柳欠欠死亡。柳

嘉禾遂將此事登於報端，並以一紙訴狀將兒童院告上法庭。之後，中共南京市

委決定由市法院、Í生局、南京孤兒院等十一個單位和兒童家屬組成調查委員

會，對此事展開調查。調查組很快提出解決方案：聖心兒童院應承認因自身疏

忽，燙死柳欠欠，並公開向市民道歉；賠償柳欠欠的醫藥費、埋葬費及養育

費。對這樣的解決方案，院方拒不同意，認為小孩實際上是死於肺炎，並非死

於燙傷，故院方不能承擔柳欠欠的死亡責任6。由於無法確定院方的責任，這一

事件的處理便告一段落。

同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秘密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從而與美國

在朝鮮半島上開始了正面的對抗和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促使新政權對

與西方世界有-密切聯繫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轉趨激進；利用全國範圍內發

動抗美援朝運動的時機，政府徹底根除教會內的「帝國主義份子」和「帝國主義影

響」的鬥爭隨之展開。此後迅速發起的控訴教會罪惡、驅逐西方傳教士、切斷源

自西方各國的津貼以及接辦教會所屬機構等舉措，無不體現了新政權的這一目

的。在這一形勢下，南京聖心兒童院的死嬰事件重新被提起。1951年1月25日，

在不允許聖心兒童院外籍院長和修女自我辯護的情況下，南京市法院作出判決

指：該院院長蘭義德疏忽領導，致使多名兒童因疾病死亡，且擅自廣發傳單，

歪曲事實，判刑六個月，緩刑一年，永遠驅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另一位

負責人華安德修女工作不負責任，擅自用藥，過失致人死亡，判處有期徒刑六

個月，緩刑一年，永遠驅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另該院向柳嘉禾賠償人民

幣200萬元（舊幣）7。

這件事明顯地引發了各地黨政機構對教會所辦育嬰堂的高度重視。顯然，

育嬰堂死嬰率奇高的現象馬上成為新政權用來揭露和控訴西方帝國主義利用宗

教殘害中國人民和兒童的重要罪證之一。從此，死嬰事件不再被孤立地看成是

教會一堂一人之事，而被看成了外國傳教士借慈善的名義來殘害中國兒童的有

意之舉。

1951年3月9日，《人民日報》受命發表了題為〈南京「聖心兒童院」、「慈愛育

嬰院」外籍修女殘害中國兒童，廣大人民無限憤怒，政府已採取有效措施〉的文

章，向全國報導了南京聖心兒童院的柳欠欠死亡一事。文章稱：外籍修女主持

下的天主教南京主教區聖心兒童院和慈愛育嬰院，存在-「虐殺嬰兒情形極為嚴

重」的現象，前者從1948年1月至1950年6月，共收養兒童557名，其中372名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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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死亡率達67%；後者自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共收進嬰兒242名，死亡

153名，死亡率達63%；而那些能夠僥倖存活的嬰兒，或「極度營養不良」，或「患

有各種疾病」，「最嚴重的一個嬰兒一身患有九種疾病」，最終也「難挽救生命」。

文章認為：「這種驚人的死亡、疾病率，乃是由於該院假借『慈善』幌子圖謀營

利，漠視兒童健康及生命安全所致」8。

《人民日報》的報導宣傳，為育嬰堂事件定了性，即：育嬰堂內之所以出

現嬰兒死亡的現象，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帝國主義利用慈善的名義在殘酷地

「虐殺我國兒童」。換言之，育嬰堂絕不是一個挽救生靈的慈善之地，而是帝國

主義專事迫害中國兒童的殺人魔窟。

就在同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教育部、Í生部以及中國人民救濟總

會、中國紅十字會、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等53個單位的92位代表，

根據當局的安排，在北京舉行了緊急座談會，討論廣州、南京兩地教會開設育

嬰堂「殘害中國兒童」一事。內務部副部長陳其瑗當場指出：這些事實「再次證明

了帝國主義者一貫地利用慈善和救濟事業等手段來壓迫和麻痹中國人民」。全國

婦聯常委雷潔瓊在發言中同樣認為：這種事不僅僅發生在南京、廣州，在其他

各地肯定也有類似的事件，「我們撫育民族第二代的保育工作者和母親們，必須

認清帝國主義『慈善事業』的本質」。最後，大會表示：「一致擁護政府對南京

『聖心兒童院』事件的處理和判決」，並號召全國人民行動起來，「積極檢舉以慈

善為名，混在保育工作者隊伍中危害兒童的罪犯」9。

新政府何以會在此時高度重視以前幾乎沒有注意過的育嬰堂問題呢？筆者

以為原因有三：

其一，受1950年底中美兩國互相凍結對方財產和公私存款的影響，中國政

府在國內開始了大規模接收教會所轄各類社會事業的工作，而育嬰堂作為教會

開辦的主要慈善機構，自然在政府接收範圍之內。

其二，育嬰堂內的嬰兒死亡現象足以證實新政府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

和天主教侵略中國的論斷，進而給各地提供了控訴外籍傳教士和打擊教會勢力

的強有力的道德武器。面對嬰兒大量死亡的事實，教會和外籍傳教士無疑置身

於一種百口莫辯的境地，根本不可能向當局和公眾清楚地解釋嬰兒死亡的原

因。當然，即使他們可以清楚地說明嬰兒死亡的各種原因，但在當時的政治氛

圍下，又有多少人會相信呢？更何況沒有人允許他們對其「罪行」進行任何辯

駁。僅此一點，新政府既可以徹底地搗毀教會和外籍傳教士聖潔的道德形象，

又可以給自己的各項政策（如大規模地驅逐外籍傳教士）賦予必須的合法性和正

當性。

其三，育嬰堂問題給新政府提供了一種動員廣大教徒積極投身於中國基督

教和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的有效手段。「三自」革新運動發起以後，全國各地

加之於外籍傳教士的很多罪責的確很難讓廣大教徒真正信服bk。這種不信服無疑

成為中共進行社會動員的一大障礙。然而，育嬰堂問題的出現，顯然給政府增

加了一種更為有效的教育素材。因為在所有的教育素材中，再沒有比育嬰堂內

嬰兒的皚皚白骨或一具具屍體更真切、更能觸動人心的了。

面對嬰兒大量死亡的

事實，教會和外籍傳

教士無疑置身於一種

百口莫辯的境地，根

本不可能向當局和公

眾清楚地解釋嬰兒死

亡的原因。當然，即

使他們可以清楚地說

明嬰兒死亡的各種原

因，但在當時的政治

氛圍下，又有多少人

會相信呢？



72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二

自育嬰堂問題被重視起來之後，全國各地便不斷地發掘出外籍修女和傳教

士利用慈善之名殘害中國兒童的案件來，所有的育嬰堂就此被推上了風口浪

尖。對於各地的情況，《人民日報》幾乎無一例外地進行報導。

1951年3月23日，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廣州分會接辦了加拿大無原罪女修會舉

辦的聖嬰育嬰院，廣州市公安局拘捕了加拿大籍修女潘雅芳等五人；4月11日，

廣東省湛江市破獲天主教法籍神父和為貴主辦的赤坎育嬰堂和西營育嬰堂虐殺

嬰孩案；5月26日，武昌各界代表八萬餘人舉行大會，控訴天主教武昌教區主教

郭時濟和副主教徐賚德（均為美籍）「在花園山殘害了一萬六千多個中國兒童的滔

天罪行」；6月3日，廣東省韶關市各界群眾一萬一千餘人舉行控訴河西天主教孤

兒院虐殺中國嬰兒罪行大會，一致要求人民政府接辦該院，嚴懲意大利籍修女

歐美良、達加模、顧慕麗三人；7月，海口聖保祿育嬰堂被當局發現虐殺大批嬰

兒，政府現已介入查辦，等等bl。

當年這種揭發「殘害中國兒童」的控訴大會的實況如何？下面一段報紙內容

的概述，當可讓讀者多少體會到這種大會對民眾情緒的衝擊力度。

1951年12月2日，廣州市人民法院公審該市天主教聖嬰育嬰院的修女潘雅芳

等五人，並舉行了控訴大會。為了營造大會氣氛，組織者事先將「五籮由聖嬰育

嬰院死仔坑內挖出的混和了嬰兒屍骨的泥土放在被告面前」，而且還請來了包括

副市長在內的多名政府官員列席bm：

　　大會於二日下午二時在中山紀念堂舉行，參加大會群眾等六千人。這

是一個充滿了憤怒和母親的悲痛的大會，當控訴者說出他們的兒女在聖嬰

育嬰院被虐殺經過時，有的痛哭失聲，有的抵制住悲痛。會場群眾一致要

求人民政府對被告依法懲處⋯⋯

　　最令人激憤的是苦主的控訴。第一個控訴的是曾經送過兩個雙胞女嬰

而被虐殺的張玉。他要求被告還給他兩個女兒。接�由廖升控訴，他曾被

僱專門埋葬死嬰，因此他是一個有力的人證。一群僥倖沒有死去的孩兒陸

續的走上了控訴台，包括受過長期虐待的黃雅善、生理上受到嚴重損害的

梁德布、左眼球爆裂的朱麥烈、抬過死嬰屍體的譚瀾斯等，其他控訴的還

有朱金妹、陳美芝、謝薛筠。他們的控訴使不少聽眾流淚。他們一致要求

政府嚴懲兇手。控訴之後並有兒童保育工作者葉劍熙、教育工作者汪權

宗、家庭婦女朱德全、宗教界馮祝萬先後發表意見，都力主嚴辦兇手。法

院隨即當眾宣判，計潘雅芳、高忠臣均處有期徒刑五年，執行完畢後，永

久驅逐出我國國境；呂信德、連望德均判處永久驅逐出我國國境；唐雅琴

判處驅逐出我國國境。

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報導之下，已經沒有人再對教會開設育嬰堂戕害生靈

有所懷疑，而針對育嬰堂的控訴，則徹底摧毀了外國神職人員在中國信徒心目

中的道德形象。如陝西省三原縣的三名女教徒，在控訴會之前參加西安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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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時「還說外國〔傳〕教士怎樣好」，但「控訴會後，恍然大悟」，「回去以後自動把

帝國主義份子為籠絡她們的小恩小惠毛巾、襪子還給外國人」，甚至「對這些帝

國主義份子下了逐客令」，其他那些「以前以為和帝國主義接近是光榮」的人，「現

在感覺到是莫大的恥辱了」bn。

上述育嬰堂事件在全國上下迅速形成了一股大舉批判育嬰堂和外籍修女、

傳教士的強大浪潮。新政權通過此舉一石多鳥，既動員了民眾，掀起了國內的

反帝高潮；又爭取了眾多教徒，推動了「三自」革新運動的快速發展，同時還從

根本上摧毀了外國傳教士的道德形象及其在中國存在的基礎，使驅逐外國傳教

士出境的工作便利可行。新政府正是在這一宣傳熱潮中，開始了揭批外籍教會

人士的鬥爭和驅逐外國傳教士的工作。

如天主教武昌教區主教郭時濟和副主教徐賚德「在花園山育嬰堂殘害了一萬

六千多個中國兒童」的事件報導後，當局不但「大張旗鼓的舉行了八萬四千人的

控訴大會」，還「組織全市各機關、學校和團體討論這一事件，藉此進行愛國主

義教育」，南京、廣州等地也舉行了大規模的控訴會，「在廣大群眾中，掀起反

帝愛國的高潮」bo。蕪湖市在處理天主教西班牙籍神父沙慈心和杜勒撤舉辦育嬰

所「殺害中國兒童」一案時舉行了控訴大會，此舉大大推動了當地天主教的「三自」

革新運動。控訴會召開之前，「天主教徒簽名參加革新運動者僅七百人」，但控

訴會後簽名響應革新者迅速增加了一倍還多，「全市天主教徒簽名的已佔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政務院認為，這是處理育嬰堂工作「與當地宗教革新運動緊密結

合的典型例子」bp。

對那些與開設育嬰堂「殘害中國兒童」有關的外籍傳教士和修女，新政府有

-非常明確的規定。即：「凡已處理的機關，對其中外籍人員即應按實施辦法迅

速處理，違法者及罪行重大者，應嚴格法辦，經上級有關機關批准後執行」，而

且務必要「將其罪狀公諸社會」。政府的相關規定還特別指出宣傳鬥爭與驅逐行

動密切配合的極端重要性，稱「凡未處理的機關的外籍人員，在未經調查前，不

應任其過早出境」，因為「某地在處理接受外國津貼的『仁慈堂』以前，曾允其外

籍修女出境」，不但造成了「在控訴會上失去控訴對象」的不利局面，而且「修女

回國後，還來信恐嚇原機關人員，並侮蔑我們幹部」bq。

根據中央政府的指示，各地的控訴做法基本相同。首先是將育嬰堂「虐殺嬰

兒的罪行」公諸於眾，並借助報刊、廣播等媒體進行大力宣傳，以激起廣大民眾

對外籍傳教士和修女的憤怒與仇恨。然後是召開群眾控訴會，請育嬰堂內的職

工、曾經被收養的孤兒、嬰兒的雙親以及爭取過來的修女等人進行控訴、揭

發。這樣的控訴會一般規模龐大，動輒上萬人參與，會場氣氛非常嚴肅、凝

重，控訴者登台控訴時更是聲淚俱下，聽眾很容易被感染br。

控訴的內容則多集中於以下幾點：（1）育嬰堂內嬰兒死亡、疾病率高。

（2）嬰兒們的生活條件相當惡劣。（3）修女們強迫年長的孩子參加勞動。（4）育嬰

堂以孩子謀取錢財，等等bs。激烈的控訴過後，動員起來的民眾必然會「一致要

求政府嚴懲殺害中國兒童的兇手」。在此情況下，各地政府自然會接受「廣大群眾

的要求」，將相關的外籍傳教士和修女拘捕判刑、驅逐出境。新中國成立後繼續

留在大陸的五千餘名西方神職人員，在隨後的兩年時間�基本上都被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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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上梳理，我們不難了解到新政權處理育嬰堂問題的基本政策、作法

及其出發點。然而，新政權借助於育嬰堂事件打擊摧毀西方宗教在華勢力的出

發點，卻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育嬰堂內的死嬰問題未必如當年宣傳所言，很可

能存在-更為複雜的情形。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僅依據官方現存的檔案文獻和

當年公開的報紙資料，並不能得出客觀真實的看法。為了深入了解育嬰堂死嬰

問題的真相，筆者先後訪問了數位知情的老人bt，並試圖從口述史的視角，進一

步澄清當年育嬰堂問題發生的原因所在。在訪談過程中，筆者-重就育嬰堂內

嬰兒的來源、疾病死亡、日常生活以及最終去向等問題垂詢了幾位老人，現擇

其要者歸納如下：

（一）育嬰堂嬰兒的來源

在中國傳統社會，一個家庭在經濟不堪重負、生活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往

往會通過遺棄子女的方式來減輕整個家庭的經濟負擔，以求其他成員生存的可

能。受重男輕女觀念的嚴重影響，這些家庭在遺棄嬰兒時通常會首選女嬰。這

就造成了育嬰堂收養的嬰兒基本上都是女嬰的情況。天主教周至教區大營育嬰

堂收養嬰兒的情況就反映了這一點。據老人楊喜榮憶述，大營育嬰堂一帶的農

民因家庭貧困而丟棄女嬰的現象非常普遍，若逢天災人禍，丟棄現象就更為嚴

重。這些父母為了讓其扔掉的女嬰逃個活命，通常會聰明地選擇將女嬰扔在育

嬰堂門口或周圍，以便育嬰堂能夠及時發現並加以收養。對這些棄嬰，大營育

嬰堂均無條件地抱回收養，有時候一天就能抱回去好幾個女嬰。所以，該堂收

養的孩子全部為慘遭遺棄的女嬰ck。老人德玉瓶的遭遇也是如此。因其父母膝下

有一兒一女，在家庭無力撫養他們兄妹倆的情況下，母親不得不選擇遺棄她這

個年幼的女嬰，而且也是選擇將她丟棄在興平縣基督教會主辦的孤兒院門口，

之後被該孤兒院收養cl。

（二）育嬰堂嬰兒過多死亡的原因

在筆者訪談的所有老人中，沒有一人諱言育嬰堂內嬰兒死亡的問題。他們

均承認，育嬰堂的確存在-大量嬰兒死亡的現象。但對嬰兒死亡的原因，他們

卻有-完全不同於當年報刊上的解釋。據在大營育嬰堂長大成人的楊喜榮回

憶，在她度過童年的大營育嬰堂幾乎「天天有死的」嬰兒。她說：「天天有往〔育

嬰堂〕門口扔的，天天有往堂�面抱的，天天有死的，非常可憐」。她自己就經

歷過給剛抱回來的嬰兒正餵-奶粉，嬰兒就死亡的事情。她認為，嬰兒死亡的

最主要原因是缺少母乳，如果某些棄嬰比較幸運，在其遭遺棄時，大營育嬰堂附

近剛好有正值哺乳期的婦女，這些嬰兒活下來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因為育嬰堂

會馬上出資僱用這些哺乳期的婦女充當奶媽，來餵養棄嬰。相反，那些不夠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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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嬰兒，在無法獲取母乳的情況下，育嬰堂就只能用奶粉餵養，這些小生命活

下來的可能性就相對要小很多。

另一個導致嬰兒死亡的原因是剛從外面抱回來的棄嬰本身就很虛弱，抵抗

力極差。楊喜榮說，很多嬰兒被遺棄時一口奶也沒有進食過，等到育嬰堂發現

時已經虛弱不堪、奄奄一息；尤其是在冬天，情況就更糟糕，這些棄嬰往往被

其父母隨便用爛布包裹一下就丟掉了，等到嬰兒被發現時，有些已被凍得全身

烏青。即便這樣，大營育嬰堂還是會將所發現的棄嬰悉數抱回，盡力搶救，或

請奶媽，或灌奶粉、羊奶，但這些嬰兒往往是這邊餵-奶粉，那邊就死掉了。

疾病的侵襲是威脅嬰兒生命的另一個主要因素。談到疾病，楊喜榮感慨萬

分，稱昔日社會沒有現代社會發達的醫學水平和先進的醫療設施，不知有多少

孩子因疾病而中途夭折。現在看來簡單的痢疾、感冒之類的疾病，從前都可能

威脅嬰兒的生命，不要說育嬰堂發生嬰兒死亡的事情，以往又有幾個家庭沒有

出現過小孩夭折的情況cm？

德玉瓶的憶述與楊喜榮的回憶完全一致。德玉瓶非常坦誠地承認自己度過

童年的興平縣孤兒院確有嬰兒死亡的事情發生，但她不同意說這是帝國主義份

子殘酷迫害、虐殺的結果，她認為所有嬰兒的死亡全部是由疾病引起的cn。老人

任萬才也回憶說，在育嬰堂所收養的大量棄嬰中，有相當一部分本身就是不健

康的孩子，先天就患有這樣或那樣的疾病；而當時的中國社會貧窮落後，醫療

事業極不發達，這些嬰兒自然難逃一死。這是他們死亡的主要原因co。此外，知

情的范寶善、范樹森、宗志杰等老人也都認為，育嬰堂內嬰兒大量死亡的說法

不假，談及具體的死亡原因，他們都認為疾病是最主要的因素cp。

上述老人的回憶，也可從另一個事實中得到印證，即被新政府接收後的育

嬰堂其實也存在嬰兒大量死亡的現象。據1953年4月新華社相關統計顯示，江蘇

省江陰縣解放後「棄嬰現象嚴重」，而且棄嬰中「男的僅佔百分之五，女的則佔

百分之九十五」。該縣人民政府所轄救濟院從1950至1952年先後「接納棄嬰九百

六十三名」，但「在同一時期中，九百六十三名嬰兒即死去三百十四名」，嬰兒死

亡率高達33%cq。

（三）育嬰堂嬰兒的日常生活

對於育嬰堂�孩子們的伙食，所有老人都稱，相比較於堂外的生活，育嬰

堂內的生活條件是很好的。據楊喜榮說，除了給撿回來的嬰兒餵奶或奶粉外，

其他大一些的小孩，早上喝稀飯，中午輪換-吃麵條、攪糰cr、米飯。這樣的生

活即便是在現在的陝西省關中地區，也不能說是差的。何況，光是餵嬰兒的奶

粉，那個時候一般家庭根本就買不起。她後來曾對堂外生活的母親提及在堂�

的生活，母親也很驚訝，說：「你一天吃的太好了，咱外面把人都餓死了」。這

也就不難理解楊喜榮為甚麼會說：「我在那�面就不知道甚麼是年饉」cs。德玉瓶

回憶起童年生活時說：在興平縣孤兒院「吃得好，也穿得好」，在當時孩子們就

都能吃上餅乾、喝上牛奶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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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勞動，如修女們會讓大一點的女孩或紡線織布，或打掃院落，或幫助她們照

顧更小的嬰兒。當問及修女們有否虐待嬰兒時，老人們承認修女們也「打娃、罵

娃」，但他們卻把這看成是平常的事情，說：「娃在他媽跟前也經常挨打」。也就

是說，在他們看來，這只是修女們對淘氣孩童加以教育和管束的一種方法dk。

（四）育嬰堂嬰兒的最終去向

對嬰兒長大成人後的最終去向，在控訴運動中，有稱育嬰堂以長大成人的

孩子換取錢財，「幹-販賣人口的勾當」dl。但所有被採訪的老人從親身經歷和他

們了解的其他孤兒經歷的角度，都不同意這種說法。據德玉瓶回憶，先後撫養

她的有三位外籍傳教士。當她長至十二、三歲時，被一位無子女的基督教徒領

養。但養母並不喜歡她，經常對她打罵，養父不得不將她賣給另外一位沒有信仰

的「外教人」。孤兒院的外籍傳教士得知此事後，極為惱火，立即將她接回孤兒

院繼續撫養。談及此事，德玉瓶感慨萬千，稱這幾位外籍傳教士就是自己的「衣

食父母」，「如果不是外國人收留」，她「今天就不能站在這�，早就餓死了」dm。

據楊喜榮回憶，大營育嬰堂對長大成人的孩子有兩種安排，一種是「能成材

料的」dn，育嬰堂會出資供其上學深造，如「寶石會的小玉蘭，就被放到西安去

唸書，後來把書唸成了」；更多的女孩則是長到十五、六歲出嫁的年齡，育嬰堂

會為其找一個合適的婆家嫁人，算是為這些孩子們找一個歸宿，「像勝德他媽和

忍耐他媽，修道看你沒有個人才，就給你找個主，給人家了〔陝西方言，出嫁之

意〕」do。另據范寶善和范樹森回憶，育嬰堂的孩子們基本上有兩種出路：或在中

途被願意領養者收養，或到出嫁年齡嫁人dp。

四

由於各種原因，筆者訪談的知情者僅有十幾位，數量非常有限，而且這些

老人多數都居住在陝西省興平市和扶風縣境內，就全國來說並不具有地域上的

代表性。因此，這些個案可能還不足以完全搞清楚有關建國初期新政權的育嬰

堂問題。然而，這些有限的個案卻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認識問題的新視角，使我

們對許多定論有充足的理由提出質疑。在有關建國初期新政權宗教政策的一手

檔案資料基本上還不予開放的情況下，口述歷史的搜集和研究，也許應該成為

研究者為數不多的努力方向之一。

註釋
1 教會開辦的這一慈善機構在各地名稱不一，大多都稱為育嬰堂，也有孤兒院、

仁慈堂、育嬰院、育幼院、育嬰所、聖嬰院、兒童院之類的名稱。

2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

國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6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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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設》，2005年第2期，頁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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